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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古以来， 中国哲学关注 “实践”， 从而形成了注重伦理诉求的 “仁爱” 社会。 西方哲学注

重 “理智”， 因而产生注重技术发展的 “科技” 社会。 五四运动时期， 西方文化被大量舶来。 在这一过程

中， 如果不加反思任意套用西方模板， 极容易促成 “炊沙成饭” 的局面。 所以， “新子学” 主张在当今中

国文化发展中， 我们既不能沉溺于 “以中国解释中国”， 也不能迷失在西学丛林中， 而是要 “坦然面对西

方文化、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差别、 构建富有生命力的 ‘新子学’ 体系”。 正如当代知识论的发展， 已经不

局限于对理论知识的研究， 对实践知识的探索以及二者的结合， 是知识论研究的新方向。 这其中， 当代知

识论对 “实践” 和 “理智” 的融合， 恰恰充分证明和实践了 “新子学” 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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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现象” 发端于晚周的 “诸子百家”，
此时的子学以老子、 孔子等为代表汲取王官之学

和时代因素形成子学系统。 在清末民初的 “新
文化运动” 时期， 因受到西学影响， 子学的发

展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 一方面， 在 “赛
先生” 的影响下， 子学的发展将中国传统考据

之学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相结合， 形成了用科学

的方法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材料的形式。 “赛
先生” 影响下的诸子学研究不但方法更加精密

科学， 涉及范围也更加广阔。 另一方面， “德先

生” 影响下的诸子学形成 “由 ‘考据’ 到 ‘义
理’ 的转变。 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

究对象， 思想研究逐渐深入”。［１］ 这一方式影响

下的子学， 获得新的生命， 诸子学文本被重新解

释和定义。 在诸子学呈现新的发展面貌的同时，
危机和问题也相伴随产生。 “子藏工程” 的启动

标志着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迎来前所未有的高

峰， 同时， 这也意谓以文献整理为根本的诸子学

研究终将走向终结。 而 “德先生” 影响下的诸

子学研究， 借用西方思维方式和逻辑体系来解读

诸子文本， 使 “子学渐渐失去理论自觉， 沦为

西学理念和结构的附庸” ［１］。 子学研究的困境意

谓子学研究转型迫在眉睫。 中国学者致力于重塑

中国学术、 拯救中国学术危机。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或 “树一家之说”， 或 “以西释中”。 然而，
这两种方式虽然对中国学术发展都产生过积极的

影响， 但都无法最终实现学术 “中国性”。 “新
子学” 和 “新子学主义” ［２］正是对这一背景进行

反思后提出了 “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
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 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

化的丰厚沃土， 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 ［１］ 的

观点。 哲学的发展也从另一面证明了 “新子学”
的观点， 以知识论为例， 当代知识论的研究对象，
已经不局限于西方 “理论知识”， “实践知识” 也

成为其重要的研究部分。 “理论知识” 和 “实践

知识” 的融合， 正预示以 “理论知识” 为代表的

西方文化和以 “实践知识” 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

融合。 由此可见， 此时是用 “中国方式做中国学

术之时”， 而 “新子学” 是子学研究发展的新出

路， 也是 “国学” 可能发展的新方向。

一、 “新子学” 对 “一家之说”
的反思

“新子学” 的提出， 意在拯救子学危机，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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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回归 “中国性” 的学术体系。 如何将 “德先

生” 和 “赛先生” 影响下的诸子学研究结合起

来构建属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 是 “新子学”
关注的焦点问题。 换句话说， “新子学” 倡导用

中国的 “德先生” 来解释 “赛先生” 影响下产

出的大量诸子文献材料。 这是诸子研究转型的必

经之路， 也是体现 “中国性” 的必要方式。 近

代以来， 中国文人都在致力于文化转型和拯救文

化危机。 他们通常假以两种方式来塑造 “中国

性” 和建构中国的文化结构。 一种方式是将一

家之说树为中心， “或宣扬儒家道统说， 或主张

道家主干说， 或以经学为中心” ［１］。 另一种方式

是 “以西释中”， 即以西方的思想框架来重塑中

国的学术和文化体系。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学者各有自己的理解。

在 “中国最具代表性思想” 的争论中， 仁者见

仁、 智者见智。 “儒家道统说” 认为 “儒学自本

自根、 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 其内部不仅有子

学、 经学之分， 也有汉学的对立， 每一学术形态

下又有不同之派系” ［３］ 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新儒

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不仅在其三统理论

（道统、 学统、 正统） 中将道统列为首位， 还曾

表示， 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 首要之务， 即是中

国道统之重建。 “道家主干说” 则认为： 道家不

仅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框架和功能， 而且

道家的认识方法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特征。
从而， 有的学者便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从表层

结构看， 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学说； 从深

层结构看， 则是道家的哲学框架” ［４］。 “道家主

干说” 的推崇者陈鼓应先生认为从中国哲学自

身的发展来说， 老子先于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建

立了相对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 除此之外， 中国

哲学的诸多重要概念、 范畴都出自道家。 因而，
道家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有深刻的

意义。 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 不管希腊还是印

度， 其哲学的开端都是对宇宙论问题的探索。
“哲学是对自然界的全部的研究， 是期望对事物

作一个普遍性的解释” ［５］。 由此， 陈鼓应先生认

为： “老子的 ‘自然主义’ 及其对宇宙人生所作

的 ‘普遍性解释’ 都足以使老子成为中国哲学

之父” ［６］。 不仅如此， 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形

而上学和知识论。 这与道家的系统行上学———道

论和以直觉和静观为特点的认识学说相符合， 所

以 “道家是中国文化及哲学的主干” ［５］。 新经学

的倡导者章太炎先生则认为 “经学” 是体现

“民族主义”、 构建 “中国通史” 的必经之路。
他曾经说过： “仆以为民族主义， 如稼穑然， 要

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 地理风俗之类， 为之灌

溉， 则蔚然以兴矣。 不然， 徒知主义之可贵， 而

不知民族之可爱， 吾恐其渐就萎黄也。 孔氏之

教， 本以历史为宗， 宗孔氏者， 当沙汰其干禄致

用之术， 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 流连弗替。
《春秋》 而上， 则有六经， 固孔氏历史之学也。
《春秋》 而下， 则有 《史记》 《汉书》 以至历代

书志、 纪传， 亦孔氏历史之学也。 若局于 《公
羊》 取义之说， 徒以三世、 三统大言相扇， 而

视一切历史为刍狗， 则违于孔氏远矣！” ［７］ 经学

中心主义者认为， 经学自身的一整套方法体系都

具有现代价值， 因此经学可以说是 “真正” 的

国学。 杜维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也曾提到： “台
湾 ‘中研院’ 的文哲所， 从筹备到成所， 当时

讨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应该是什么， 大家一致的

看法是经学。” ［８］ 当然， 除了宣称儒学、 道家、
经学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外， 也有学者主张经

学、 子学兼治等其他观点。 但是， 在 “新子学”
看来， “谁是主流， 谁是正统的争论， 在古代自

有其理据所在， 而置诸今日， 却渐渐失去了讨论

价值” ［９］。
“诸子皆述道言治， 自开户牖。 他们或内

圣， 或外王， 或循天道， 或析物理” ［１０］。 诸子思

想的精髓正是潜存于百家争鸣的过程中。 在这一

过程中， 诸子各家的思想得到激活， 原创思想得

到展现。 “一家之说” 只能部分地体现中国文

化， 无法呈现其整体面貌。 所以， “全球化的时

代， 我们应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看待传统资

源， 因为中国思想要解决的不再是内部问题， 而

是如何应对现代性挑战” ［９］。 因此， “新子学”
强调 “多元化”， “中华文明并不是一枝独秀， 中

华文明也不低人一等， 在差异中寻求共识， 在合

作中保存特质， 这是诸子精神的当代意义” ［９］。

二、 “新子学” 对 “以西释中”
的反思

“以西释中” 是现代学术转型的另一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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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多以借鉴和学习

西方为主。 就中国哲学的建构而言， 学者多通过

对西方的概念、 体系、 方法的模仿， 完成对中国

传统的塑性。 方勇先生提到， “西化是现代中国

学术的特殊命运， 是不得不套上的魔咒” ［１］。 但

是 “要进入现代世界， 就必须要把这个魔咒捆

在自己身上， 直到最后解开它” ［１］。
建国初期， 胡适、 冯友兰等哲学家以不同的

西学方式对中国哲学进行逻辑重构。 这种 “以
西释中” 只能与部分的古典相吻合， 不能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 中国文化转型第一人胡适

采用的是实用主义。 中国哲学史的真正奠基之作

是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上下卷， 采用的是

新实用主义。 相对于实用主义， 新实用主义对中

国哲学具有更大的适用。 虽然如此， 但是它在运

用于解释陆王心学时， 还是会显现其缺陷， 所以

总未能呈现中国文化的整体。
胡适深受西学影响， 他曾说过： “我的思想

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 一个是赫胥黎， 一个是杜

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 杜威先生教我怎

样思想。” ［１１］ 胡适接受过西方哲学的专门训练，
重视哲学思维和逻辑方法的内在联系。 他意识到

中国近代缺乏科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缺乏逻辑的密

切关系， 可以说是将中国哲学真正带入现代化进

程的第一人。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出版的 《中国哲学史

大纲》 （卷上）， 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

统的历史和思想史原有观念、 标准、 规范和通

则， 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 这一变革不仅给当

时学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 直至今日， 仍然

为人们所肯定。 这可以用任继愈先生的一段话来

说明。 他说： “据当时人的印象， 读了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使人耳目一新。 当时人认

为 ‘新’ 的地方， 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

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 为经传注解， 而敢于打破

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
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 供人们

评论， 这是一个大变革。” ［１２］ 但是胡适在西学语

境下对中国思想的研讨， 不免会使得他的 《中
国哲学史大纲》 好像是 “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

美国人” 写的， “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 就不免

牵强附会” ［１３］。 胡适为中国文化变革和转型所作

的贡献不容忽视。 但是西学影响下， 他的学术短

板我们也应该正视。
冯友兰自称自己的学术方向是 “阐旧邦以

辅新命”。 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 他称自

己的哲学是以 “旧瓶装新酒”。 “辅新命” “装新

酒” 就是要使古老、 落后的中国适应和跟上时

代， 重新整理、 阐释民族文化传统， 为之注入新

的内容。 这一过程， 在冯友兰看来须得借助西方

思想才能完成。 而西方哲学中最值得中国学习和

引进的是逻辑分析方法和理性主义。 冯友兰认为

理性主义是 “西洋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正宗。
经验主义及反知识主义仍然是从理性主义来的，
是受过理性主义的训练的。 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

的训练， 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 ［１４］。 他认为

理性主义和逻辑的运用可以使中国传统哲学的水

平达到空前的高度。 冯友兰致力于将理性主义和

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

辨内容， 运用逻辑对传统思想材料进行分析和系

统界定。 通过他的努力， 中国哲学第一次在比较

完全的意义上实现了逻辑化和体系化。 同时，
《中国哲学简史》 也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哲学的基

本面貌。 正如学者所言： “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抱

持的开放心态， 并借鉴其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

析方法已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相较于那些闭

门造车、 自说自话的方式与做法， 无疑更具积极

意义。” ［１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冯友兰一味地

按照西方的哲学形态建立 “中国哲学”， 是与传

统断裂的产物。 他抛弃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
从而也使传统文化丧失了灵魂。 也无怪乎劳思光

先生评他的 《中国哲学史》 时说： “虽有哲学成

分， 却仍然并未接触到中国哲学的特性。” ［１６］

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学术转型产生了重要影

响。 在当时的背景下， “以西释中” 的方式， 确

实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新出路。 蔡元培

在为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作序时就曾说：
“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 不能不依傍西洋人

的哲学史。” ［１７］与此同时， 这种方式也的确忽略

了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和性质。
牟宗三曾说道：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 来在中国

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 那将是很失望

的， 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 ［１８］ 然而，
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处理

好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１９］ 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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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并不是错误， 而只是选

择了另外一种文明进路而已” ［１９］。 “逻辑问题或

者建造理论并不是诸子时代的基本态度” ［１９］， 邹

衍就曾嘲笑公孙龙 “烦文以相假， 饰词以相

悖”。 但是， 这并不意味之 “拒绝西方学术， 更

不意味着自我封闭， 而是让诸子自身说话” ［１９］。
正如方勇先生在 《 “新子学” 构想》 中说的：
“ ‘新子学’ 当然会关注西学， 我也深知这是一

个西学盛行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工作重心还在中

国性的探索上， 在中国学术的正本清源上。” ［１］

我们应当做的是在回归 “中国性” 的同时， “化
解学术研究中的内在冲突”， “使中国学术和西

方学术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 ［１０］。

三、 “新子学” 反思的深化

中国学术文化的长期转型是 “新子学” 兴

起的背景， “新子学” 对中国学术文化转型进行

了积极的回应。 “我们有必要反观自身， 即对传

统学术有所反省， 也要对现代的学术文化方向有

所反省” ［１０］， 既要对传统和现代的框架予以透彻

的理解， 也要尝试在现代背景下重新搭建平台。
所以 “新子学” 主张用新的视角去审视古代传

统学术， 用批判的视角看待现代的学术体系，
“以返归自身的方式来处理学术研究中世界性与

中国性的张力” ［１０］。 现代学术的发展， 已然逐渐

呈现 “新子学” 所提倡的面貌。 以哲学知识论

的发展为例， 当代知识论的发展已经不局限于对

理论知识的研究， 对实践知识的探索以及二者的

结合， 是知识论研究的新方向。
“理论知识” 是西方文化的代言人， 而 “实

践知识” 是中国文化的奠基。 这是中西方社会

和文化的最典型差异之一。 对此， 中国近代以来

的学者有清醒的认识。 章太炎曾说过， 中国学术

在致用， 西方学术在求是。 “柳诒徵认为， 中国

学术重在实行， 西方学术重在知识。 劳思光也认

为， 中国哲学是引导性的， 西方哲学是解释性

的。 类似的讲法还有很多。 晚年的徐复观为谈这

一问题， 专门作 《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 一

文， 主张以恢复儒学的实践品格为方向” ［９］。
“理性至上” 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

传统。 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 （命题知识） 在西

方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位置。 在 《泰阿泰德篇》
中， 柏拉图对知识进行了 “三元定义”， 这也是

西方普遍接受的知识的定义， 即知识是确证了的

真信念。 亚里士多德在其师的基础上将知识分为

三类： １􀆰 ｅｐｉｓｅｔｅｍｅ （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
２􀆰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实践智慧、 实践知识或明智、 审

慎）； ３􀆰 ｔｅｃｈｎｅ （技艺、 技能或产生的知识、 制

作的知识）。 不仅如此， 亚里士多德还在这三种

知识之间描摹了一个 “金字塔式” 的等级关系，
“ ｔｈｅｏｒｉａ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 处于塔顶， 其下是 ｐｒａｘｉｓ ／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最低的是 ｐｏｉｅｓｉｓ ／ ｔｅｃｈｎｅ” ［２０］。 亚里

士多德所作的这一基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美国哲学家波尔斯坦说过： “在亚里士多德

推动建立的传统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讽刺。 亚里

士多德即是实践和实践智慧之自主性和完整性的

最卓越的辩护者之一， 同时又播下了贬抑实践哲

学的种子。” ［２１］除此之外， 我们从知识论的英文

命名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也能看出， 理论知识或科

学知识是传统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西方知

识论的发展始终与逻辑学、 理性主义缠绕在一

起， 这构成了知识论发展的基本基调。 有学者认

为缺乏对命题知识或理论知识的探讨， 直接造成

中国哲学家缺乏对纯粹科学的探讨。 “中国的知

识论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 不能

像康德的知识论那样被看作是致力于确认当今科

学， 也不能像奎因的知识论那样被看作是当今科

学的一种延伸。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 中国已经

发展了杰出的经验科学和技术， 但是同西方的情

况相比， 他对中国知识哲学的冲击力并不是很

大” ［２２］。 这或许就是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种 “理性至上” 的局面促成了西方科学

技术的发展， 但也为西方哲学的发展造成 “一
条腿走路” 的窘境。 这种窘境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

被打破， 英国哲学家赖尔区分了两种知识 “能
力之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和 “行动之知 （ ｋｎｏｗ⁃
ｉｎｇ ｈｏｗ）”。 赖尔把 “能力之知” 界定为一种命

题知识， 也就是知道某事如此这般。 “行动之

知” 则主要涉及知道如何行事， 也就是 “知道

如何完成各种任务”。 简单地说， “能力之知”
属于理论的范畴， “行动之知” 属于实践的范

畴。 赖尔的 “行动之知”， 为西方知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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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视角。 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视野得到

拓展， 除却围绕 “能力之知” 和 “行动之知”
之间的辩护关系产生了诸多讨论之外， 还产生了

诸多研究 “实践知识” 的新分支， 比如德性知

识论、 实验哲学等。 其中， “德性” 来自亚里士

多德， 他将德性区分两类： 一类是理智的， 一类

是伦理的。 理智德性体现了理论知识， 以不变的

东西为沉思的对象。 伦理德性体现了实践知识，
以可变的东西为对象， 人的行动就属于这个范

畴。 实验哲学是一种新兴的哲学运动。 不同于以

往坐而论道的哲学研究方式， 它通过实验的方式

来检测人们在日常情况下对命题的直觉判断。 除

了在哲学方面实践知识越来越重要之外， 认知科

学中实践知识也渐渐占据重要位置。 不同于

“命题导向” 的第一代认知科学， 第二代认知科

学以 “实践转向” 为研究纲领， 提出了 ４Ｅ 认知

模式， 即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知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宽，
实则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西方社会理性至上或

逻辑至上的发展也是存在缺陷的。 中国哲学和中

国文化的发展不必然借助西方的逻辑体系， 我们

要对 “学界一向所呼吁的中西结合保持冷静态

度” ［１０］。
由此可见， 在实践知识越来越重要的当下，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将越来

越受重视。 这对中国学术发展来说， 不失是一个

风云际会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处理好

世界性和中国性的关系” 就显得更为重要。 这

个时候， 用中国自己的方式解释中国典籍和学术

势在必行。 正如方勇先生在 《再论 “新子学”》
中提到的， 我们 “要平心静气面对古人， 回到古

代复合多元的语境中， 把眼光收回到对原始典籍

的精深研究上， 追寻中国学术的基本特质”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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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ｌｉ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ｔｓ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　 陈蒙腰）

（上接第 ３７ 页）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Ｘｉｎｚｉｘｕ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ＡＮＧ Ｎｉｎｇ⁃ｎ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４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ａ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ａｔ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ｐｉｓｅｔｅ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ａｔ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ｆ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ｅａｓ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ｓａｎｄ ａｓ ｒ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Ｘｉｎｚｉｘｕ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ｄａ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ｌｇｅ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ｒｍｓ”， ｎｏｒ ｇｅｔ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ａｌｍｌｙ，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 “Ｘｉｎｚｉｘｕｅ”． Ｊｕｓｔ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ｅｔｅｍ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ｚｉｘ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ｎｚｉｘｕ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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